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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前考古研究成果看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

郭大顺

摘 要：以考古与文献相结合看五帝时代的时空框架，可分为以黄帝为代表的前期和以尧舜为代表的后

期，这同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晚期）到龙山时代的阶段变化正相对应。五帝时代前期以个性充分发展为主并

频繁交汇即“诸侯相侵伐”与“绝地天通”为时代特点，后期以四周向中原汇聚为主导方向即“之中国”或“帝王

所都为中”，使中华文化共同体初现。此现象表明北方红山、石峁，东南大汶口、良渚、屈家岭等文化，在五帝时

代都非配角。而中原地区作为文化大熔炉和五帝时代诸代表部族活动的主要舞台，将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文

化传统的诸文化融为一体，而不是分道扬镳，实现了“文化认同”即“共识的中国”，为夏商周三代先后入主中原

及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第一块基石。所以，五帝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丰富多彩也是决定民

族、国家走向和命运的伟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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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五帝时代的历史，文献记载少，详实程

度低，不同理解多。所以，复原五帝时代历史，

主要依靠考古学，老一辈学者对此冀于希望①。

考古学者既要避免以往的简单比附，也不必因

此而过于谨慎，应抱积极态度。因为这是考古

学者特别是史前考古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要

“念念不忘”（苏秉琦语）。同时考古学作为一门

独立的学科，要实现考古与古史传说的有机结

合，必需有一个依靠本学科理论和方法论进行

指导的问题，而不是消极等待有类似于殷墟那

样可以直接对号的文字发现。而且随着考古成

果的积累，我们还体会到，文献记载的可信度和

理解的准确度，要靠考古学研究成果来检验和

相互印证。

可喜的是，目前从中华多元一体的历史发

展态势看待包括五帝时代的史前时期，在历史

和考古学界已渐多共识：多认识到五帝时代不

只《史记》中所记载的那五个代表人物，更不是

几个代表人物前后一脉相承的关系，而是众多

部族集团并行发展、相互接触交流的形势，这就

使考古与古史传说中五帝时代结合的眼界大为

开阔。对于以上问题，笔者曾在数篇著作中遵

照苏秉琦先生的研究思路和观点，从时空框架

和时代特点这两方面入手，对史前考古与古史

传说的五帝时代试作了整合②。从目前研究状

况和成果看，确定五帝时代的时空框架和时代

特点，仍是将考古与文献进行整合的最佳结合

点。为此，本文再以此为主要内容进行论证。

一、五帝时代的年代与分期

关于五帝时代的年代，一般将五帝时代定

在龙山时代，这也可能与辛亥革命时期对黄帝

纪年的综合认定有关③。苏秉琦先生则从考古

学的年代、分期、社会变革等方面分析，除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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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时代的下限仍定在龙山时代以外，主要是

将五帝时代的上限定在距今 5500 年前后的仰韶

文化后期：

五帝的时代究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哪

个时代，假如这个判断（指二里头文化更像

是夏文化——郭注）没有大错，那么五帝时

代的下限应是龙山时代。

五帝时代之始，战争连绵不断。这种

情况只有在社会财富有所积累，社会分化

日趋尖锐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从考古学文

化来看，这是仰韶后期即相当于公元前

3500 年以后的事，所以五帝的时代上限应

不早于仰韶时代后期。④

有关五帝时代的年代研究，又以考古学分期

与文献记载五帝时代的阶段划分这两者的对应

最切中要害。其也见于苏秉琦先生的一段论述：

按照古史传说，五帝的时代又可分为

两大阶段，黄帝至尧以前是第一阶段，尧及

其以后是第二阶段。先秦儒家言必称尧

舜，《尚书》就是从《尧典》开始编纂的。墨

家常是虞夏商周连称，把尧舜的历史同三

代相联系而与以前的历史相区别。问题是

这两个阶段能否同考古学文化相对照。仰

韶时代与龙山时代之间确实有一个明显的

变化，无论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的

分工与分化，还是从文化区系的重新组合

等各方面都看得出来。④

以彩陶为主要特征之一的仰韶文化及以其

为代表的仰韶时代，以黑陶为主要特征之一的

龙山文化及以其为代表的龙山时代，这两个时

代的划分，是中国近百年来史前考古研究最重

要的成果⑤。虽然对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

系经过了“东西二元对立说”到前后承袭、区域

划分又相互影响等认识的不断深化，但将中国

新石器时代最繁荣时期以大约距今 5000 年为界

划分为两个大的时代是明确无疑的⑥。以此与

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前期与五帝时代后期相对

应，是从考古学研究五帝时代的前提。

这样，关于五帝时代时间框架的考古与历

史整合的结果为：五帝时代可以分为前期和后

期，即以黄帝为代表的前期与以尧舜为代表的

后期。考古学上大约以距今 5000 年为界，距今

5000 年前的仰韶时代后期和距今 5000 年后的龙

山时代，即为五帝时代前期与后期在考古学上

的反映。

以仰韶文化后期作为五帝时代的上限，以

仰韶时代与龙山时代的考古学分期将文献记载

中古史传说五帝时代前后期的线索明朗化，为

五帝时代历史的研究建立了科学的时间框架，

同时由于理顺了这一整合研究的时代顺序，头

绪极其繁杂的五帝时代也由此向系统化方向迈

进了一大步。

二、五帝时代的空间框架和时代特点

五帝时代的时间框架确定后，五帝时代的

空间框架和时代特点，即诸多有影响的部族和

代表人物的分布地域，他们的活动轨迹和相互

关系，就成为用考古材料复原五帝时代历史的

重头戏。

关于上古时期主要部族的分布，有二十世

纪三四十年代徐旭生、蒙文通等治古史家依古

史传说提出史前三大集团的划分。三大集团指

中原华夏（河洛）、东方夷族（海岱）和南方蛮族

（江汉）⑦。之后苏秉琦先生对其著述甚多。二

十世纪六十年代苏秉琦先生在研究中原地区与

东南地区文化关系时，从考古学文化方面提出

过中原地区后期“仰韶文化”、鲁南苏北“青莲岗

—大汶口”诸文化和江汉间“屈家岭文化”三个

文化区的划分及相互交流，应是受到此前史学

前辈们的启发⑧。当时还尚未提到长城地带的

北方地区。不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

代初苏秉琦先生在创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

论，将中国人口密集地区的古文化划分为六个

大区时，已将“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

方地区”纳入其中，并赫然列于六大区之首，虽

然当时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尚刚刚露头⑨。

苏先生还倡议吉林大学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

古史传说有黄帝与炎帝、蚩尤活动记载的桑干

河上游选点发掘，发现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与红山文化共出的遗存⑩。

此外，苏先生还回忆其与梁思永先生的一

次有关“三集团”划分的对话。梁先生说自己有

不同于徐旭生先生的“三集团”想法，可惜当时

未再深入谈出它的具体内容。从梁先生于二十

世纪三十年代初在西辽河流域调查时，特别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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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赤峰地区和锦西沙锅屯遗址彩陶遗存的发现

和由此而生的长城南北文化的接触，并把此现

象与古史传说相结合的思路推测，梁先生的

“三集团”说很可能包括了长城以北地区。

所以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牛河梁遗址刚

一发现，苏先生在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的

同时，就将红山文化及其与仰韶文化的北南关

系，作为以考古学为依据研究五帝时代历史的

一个突破口，以北方区与中原区、东南区为五帝

时代诸代表人物和部族活动的三个主要区域，

并从这三大区诸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中寻找

五帝时代诸代表人物和部族的活动轨迹：“关中

华山下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冀西北桑干河

上游三种不同渊源文化相汇合——大凌河上游

红山文化后期坛庙冢（文明火花）——河套出现

酉瓶与斝（原始鬲）衔接形成如甲骨文所示三部

曲——晋南陶寺大遗址文化多源性，反映源于

西北方古文化系与源于东南方古文化系之间的

大熔合。其时、地、文化面貌与传统史学五帝本

纪相符合，从距今六千年到距今四千年间先史

考古与文献史料汇合。”

“七千年前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沿太行山

向北发展，与辽西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碰撞，

又同河套文化结合，三个原始文化结合在一起，

又折回到晋南，就是陶寺，在晋南与东南沿海、

西部地区结合在一起。或者说，华山一个根，泰

山一个根，北方一个根，三个根在陶寺结合，这

就是五帝时代的中国。”

结合苏先生在其他文章中的有关论述，对

以上观点可再作三个方面的解读：

第一，五帝时代诸代表人物和部族的活动

地区即五帝时代的空间框架，中原是主要地区，

五帝时代前期以华山周边为中心、五帝时代后

期以晋南陶寺为中心（华山一个根）；与之并立

的有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到山东龙山文化，和东

南方的凌家滩、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以及屈家

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泰山一个根）；此外还将

相当于五帝时代前期的红山文化和相当于五帝

时代后期的河套地区史前文化为代表的北方纳

入视野（北方一个根）。这就是说，五帝时代主

要族属及诸代表人物的活动范围远不限于中原

地区，不仅包括东方和东南地区，还包括东北南

部的西辽河流域和其以西的“三北”（指冀北、晋

北、陕北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地区。

第二，五帝时代又是各人群及其文化接触

交流十分活跃的时期。“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

（《史记·五帝本纪》）就是对前五帝时代（神农氏

时代）和五帝时代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时代交

替、一个新时代开始及这个新时代特点（多区域

多文化交汇频繁，形式多样）的概略而又准确的

描述。考古学上的印证是：从仰韶时代后期始

各地区考古学文化形成以个性为主又频繁交

汇、相互吸收的态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导致

龙山时代时诸考古学文化的共性大为增加，中

华文化共同体得以最初实现。这其中，红山文

化与仰韶文化的北南交汇，西北与东南的交汇

为五帝时代文化交汇的主流。

第三，交汇的导向是先由中原影响四周为

主，从仰韶文化后期开始，以四周（西北及东南）

向中原汇聚为主。苏先生形象地比喻为“由光、

热等向四周放射”到“车辐聚于车毂”，具体就

是“三个根在陶寺结合”。

这样，从考古学看五帝时代的空间框架和

时代特点，不仅扩大了五帝时代诸代表人物和

集团的分布范围，而且也使他们的活动轨迹多

有可寻。所以苏秉琦先生说：“当我们提出，从

华山脚下延伸到大凌河流域和河套地区，再南

下到晋南，这一古文化活动交流的路线时，我们

并没有引《五帝本纪》，但却与《史记》记载相同，

我们是从考古学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再去对

照历史传说，就可以相互印证，这不是生搬硬套

的比附，而是有机的结合。多少年来梦寐以求

的历史与考古的结合终于找到了一条理想的通

路。”

三、五帝时代部族人物与
考古学文化的对应

至于五帝时代主要部族的诸代表人物与考

古学文化的对应，则是一个更为敏感的题目，但

也不是没有线索可寻。

依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各大区系考

古学文化所代表的部族集团大都是同步发展

的，同时又有不平衡的一面，各区系诸考古学文

化所起的作用也不是等同的，而是有主有次、此

消彼长的。在诸多考古学文化中寻找和分辨主

从史前考古研究成果看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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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甚至更主要的考古学文化和他们的中心遗

址，与史书所记五帝时代诸代表人物相比对，是

较为有效的途径从而更能接近于历史真实。

目前从考古学上可确认的与五帝时代有关

的三大地区的主要考古学文化大都已显现，即

相当于五帝时代前期的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

化，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海岱地区的

大汶口文化早中期，长江下游的凌家滩—崧泽

文化；相当于五帝时代前后期之间和五帝时代

后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良渚文化、

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

化、中原和“三北”地区龙山文化都已找到各自

的中心遗址即牛河梁遗址、良渚遗址、陶寺遗址

和石峁遗址。华山脚下的西坡遗址、泰山南麓

的大汶口遗址、长江下游的凌家滩遗址和长江

中游的石家河遗址，也都接近于该文化中心遗

址的规格。红山文化的“坛庙冢”“玉龙凤”和大

汶口、崧泽、屈家岭诸文化的“鼎豆壶”以及良渚

文化的“钺璧琮”组合，分别由西辽河流域和东

南地区向中原地区汇集，长期成为中国传统礼

制的典型载体；“三北”地区也被认定为是中华

古文化代表性化石——三袋足器的发源地，这

些都表明，中原地区以外的西辽河流域的红山

文化、东方的大汶口文化、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

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以及

“三北”地区的龙山文化，在五帝时代都绝非

配角。

就红山文化来说，有依据女神庙的黄土塑

像联想到女娲氏“抟黄土作人”的故事，有以红

山文化多龙蛇形象与蚩尤的字意相联系，有将

牛河梁发达的宗教祭祀遗迹推定为颛顼的“绝

地天通”，更有以为红山文化即“商先文化”。

这其中尤以证明五帝时代前期诸代表人物如黄

帝族在北方活动记载的可信性最为紧要。

关于五帝时代前期代表人物的活动地域，

一般限于从中原地区寻找。不过老一辈史学家

已注意到古史记载黄帝族的活动多与北方地区

有关，如黄帝族有着“往来迁徙无常处”的习俗，

黄帝与炎帝、蚩尤战于华北平原北部的涿鹿之

野，以及周初封黄帝之后于燕山脚下的蓟等。

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正为此提供越来越多的

考古学证据，如：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北南交汇

导致规模宏大的祭祀建筑群出现从而使辽河流

域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先走一步”的观点，

红山文化在精神领域的众多创造发明和作为中

国礼制一个重要源头，以及与此有关的红山文

化女神像为中华“共祖”，红山文化为中华古文

化“直根系”的观点，还有经多年考证终可论定

的红山文化发达的熊崇拜等。所以苏秉琦先

生说：“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

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

红山文化还是一个神权至上的社会，这又

同古史传说中颛顼帝“绝地天通”的记载相吻

合。不过据研究，除红山文化而外，良渚文化也

有发达的通神玉器和祭祀遗址。就是仰韶文

化，其彩陶和小口尖底瓶有的也不是一般生活

用具，而是巫者专用的神器，说明这三大区诸考

古学文化有着共同的思想观念和走向文明的共

同道路。就如张光直先生所说，除了生产力的

发展，通神独占取得政治权力是进入文明社会

的主要动力。所以，古史所记颛顼的宗教改

革，首先不是一个人甚至一个部族的活动问题，

而是五帝时代特别是五帝时代前期的一个重要

时代特点。

关于五帝时代后期考古与古史传说的研究

成果，多位学者都认为陶寺文化为陶唐氏尧的

遗存。然而陶寺遗址体现出的多元性文化的

综合体性质，可能表明陶寺文化所包括的部族

并不单一。举例如下：

大汶口文化晚期陶礼器在陶寺早期墓葬中

大量出现。联系舜继尧位要“之”（到）中国，见

《孟子·万章上》：“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又有舜为东夷人的记载，即《孟子·离娄章句

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

人也。”说明舜可能来自东方。所以有学者认为

大汶口文化即虞舜文化，是可信的。

陶寺墓地还常有良渚文化特有的玉琮和石

俎刀出现，良渚文化所在的江浙地区，多有夏禹

传说，如《国语·鲁语》“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

山”，《墨子·节葬下》“禹东教乎九夷，葬会稽之

山”，《史记·夏本纪》“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

崩”等。所以有学者以为良渚文化即先夏文化，

陶寺墓地所见良渚文化因素可能与夏人由东南

进入中原地区有关。良渚遗址近年又发现了以

防水和导水相结合的封闭式城墙、堤坝、沟泗和

码头等规模宏大又相当完整的水利系统，良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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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发掘者还提出良渚文化中心所在的余杭，

原名“禹航”，传说是大禹治水在此停航登陆之

地，这些新的考古发现与五帝时代后期大禹治

水传说的越趋接近，正在为良渚文化即先夏文

化找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与东南地区相对的西北方向的“三北”地

区，在大约四五千年前，也是一个文明火花迸发

的地带。标志有二：一是实现了由小口尖底瓶

向三袋足器的最初演变，并从晚期小口尖底瓶

和早期斝鬲形制与甲骨文“丙”“酉”等象形字的

雷同中找到了殷墟卜辞干支文字初创时的物

证，从而“三北”地区作为三袋足器的起源地而

被视为龙山时代形成的“风源”所在；二是以石

峁巨型石城址为代表的“三北”地区石城址群的

发现，使这一风源更为强劲。近年，研究者因

石峁古城的发现，纷纷与五帝时代诸代表人物

相比附，但从时代和地域来看其与文献记载都

难以对应，尚待更有说服力的论证。

最后再谈到五帝时代的中原地区。除了陶

寺遗址与五帝后期的陶唐氏尧文化有关以外，

遗址密集分布、堆积丰厚且工作成果积累甚多

的仰韶文化，特别是仰韶文化后期，虽然尚待发

现如牛河梁、良渚那样的超中心聚落，但在这方

面已有不少线索：河南省灵宝县西坡仰韶文化

遗址发现的大房址，包括带回廊的特大房址

（F105）；甘肃省秦安大地湾由前堂、后室、左右

侧室甚至前厅组成的原始殿堂（F901）；陕西杨

官寨包括壕沟、城墙在内的超百万平方米的大

型聚落遗址和墓地等。新近报道郑州地区有

三重环壕、建筑址群以轴线布局的双槐树遗址，

以及从渑池仰韶村、洛阳王湾到郑州地区的青

台、大河村、西山古城等遗址，都有彩陶器与“鼎

豆壶”组合的所谓“混合文化”的陶器群，显示

距今 5000 年前的豫西地区，作为晚期仰韶文化

与东南地区大汶口等文化接触交流的前沿地

带，东西文化交汇是这一地带诸多文明因素频

繁显现的重要推动力，这些都预示着中原地区

有可能发现规模更大、规格更高的聚落中心和

建筑群。

为此，这里特别介绍中原地区尚未被广泛

关注的两个文化现象：一是斧演化为圭的最早

线索。这集中表现于灵宝西坡仰韶文化末期墓

葬中玉斧的出土状态。该墓地已发掘墓葬中，

有 10 座墓出土长条形玉斧（钺）16 件，其中 9 座

墓共 13 件斧钺非斧钺通见的横置，而一律为与

身体方向一致的竖置，且刃部朝上，刃部都没有

使用痕迹，穿孔及周围也没有捆绑摩擦痕迹。

平首圭来自玉斧，竖置的玉斧就是向玉圭演化

的前奏。而圭既是玉礼器中的重器，又是传承

力最强的玉礼器；所以圭的出现是玉器发展史

上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中原地区可能是圭起源

最早的地区。二是汉中郑南县龙岗寺墓葬随葬

的两件玉刀，体起中棱并在近头端改作斜棱，已

显露戈的特征。说明戈作为中国上古时期特

有的武器和礼器，其最初起源地也可能与中原

地区有关。

所以，五帝时代的中原大地，不仅是众多重

要文明因素的原生地，同时作为汇聚周邻各地

文化精华的熔炉，又表现出强大的吸引力和包

容性，是五帝时代诸多部族和代表性人物活动

的重地。还有仰韶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以

与红山文化最为密切，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在

桑干河上游的南北交汇，被视为与文献记载五

帝时代前期诸代表人物“战于涿鹿之野”的历史

性事件有关。如苏秉琦先生所言：“当仰韶与红

山一旦进一步结合起来，中国文化史面貌为之

一新。”又回忆起 2005 年河南博物院在郑州召

开“文明起源与五帝时代——考古与历史的整

合”会期间，郑州大学李民先生曾同笔者谈到，

苏秉琦先生将五帝时代分为以黄帝为代表的前

期和以尧舜为代表的后期，从文献记载看确有

道理，因为《尚书》有关五帝的记载确与《史记》

有所不同，是从尧舜开始的，会后李民先生又撰

文以为，黄帝部族可能是由中原北上到燕山以

北又南下中原的，这也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观

点。

从以上论述可见，中国史前考古近 30 年来

的一项主要成果，就是证实了中国历史上确有

一个五帝时代。这一时代的特点，是各区域诸

考古学文化以发展个性为主并频繁交汇，导致

最初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其间影响中华历史命

运的一个重大抉择是，虽然各区域诸考古学文

化和他们所代表的五帝时代诸代表人物和部族

之间的文化传统和经济类型并不相同，有的还

差异甚大，但他们并未分道扬镳，而是向一起汇

聚。先在“文化认同”基础上实现了“认同的中

从史前考古研究成果看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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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从而为夏商周三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的中国”，以及秦汉大

帝国的建立和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现

实的中国”奠定了第一块基石。所以，五帝时代

作为中华文明史的肇始期，既是开始走向文化

一统的时代，也是中华传统初现的时代，还是中

国历史上内容最为丰富多彩的一个伟大时代，

更是急需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携手合作、大书

特书的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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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ge of Five Emperors in the Legends of Ancient History from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Guo Dashun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Archaeology and literature， the time and space framework of the five
emperors period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early period represented by Huang Di and Zhuan Xu and the later period
represented by Yao， Shun and Yu. This corresponds to the change of the Yangshao （late） to Longshan period in
archaeology.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five emperors，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was the main featur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were “the invasion of the princes” an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Jedi and the
heaven”，and the gathering of the surrounding areas to the Central Plains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ty in the later period. It shows that Hongshan， Shimao in the north， Dawenkou， Liangzhu， Qujialing and
other cultures in the south-east were not supporting roles in the era of the five emperors. As the melting pot of culture
and the main stage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five emperors era， the Central Plains region has
integrated various cultures of different economic types and different cultural traditions into a“consensus China”，which
laid the first foundation stone for the Xia，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to enter the Central Plains one after another and
for the formation of a 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 in China. Therefore， the era of five emperors is the most colorful
era in Chinese history，and it also determines the trend and destiny of the nation and country.

Key words: before and after the era of five emperors; convergence and transmission; cultural identity; China of
consensus; the first corner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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